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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政治地

位自平王东迁之后一落千丈，诸国争

霸，在这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代

表各自阶级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家

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学说和政治

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儒、道、

墨、法四家，学术重心由王官之学向

诸子之学过渡，形成了“道术将为天

下裂”的百家争鸣局面。他们所倡导

的忧患意识，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

种道德意识、责任意识，也形成了一

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

儒家的“忧患意识”

儒家特别注重“忧患意识”，孔

子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

乎？”展现了儒者肩负道德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的自觉。镇守仪地的边防

官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

夫子为木铎”，更是将孔子看作一个

能够改变“礼崩乐坏”局面的领导

者。儒家学说是意在济世救民、修身

治国的仁学，是旨在解决忧患问题的

哲学方法。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论语》

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

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

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

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甚至悲愤

地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

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春秋战国时

期的“国”，已经由统一整体概念化

为零零碎碎的诸侯之“邦”，出于对

“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忧虑，孔子

认为应当推行“德治”“礼治”。“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

家的兴盛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引导，

以及外在的礼仪规范的调节。同时，

作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

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可以让人们信

服。同时，孔子忧民生之贫。弟子冉

求辅佐季氏，季氏平日里搜刮民脂民

膏，孔子因此生气地说：“非吾徒

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思

是冉求辅佐一个剥削民众的执政者，

他不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大张旗

鼓地去攻击他，可见孔子忧民不聊

生，痛恨这些搜刮民众财产的执政

者。孔子忧民德更甚于忧民生，他

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

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

者也。”比起水火，民众更需要的是

仁德，因此，将仁推广至社会群体，

在孔子看来更为重要。

相较于孔子，孟子更为直接地指

出“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

作用，“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

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在孟子看来，“忧患

意识”并非是一种“杞人忧天”，当

它作为国家外部压力之时，在适当的

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推动国家发展

的动力。孟子之忧虑不仅体现在“忧

国”上，更体现在“忧民”上。与孔

子从道德上规范民众行为相比，孟子

认为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是施行道德

教化的前提，他曾痛斥梁惠王，只顾

自己口腹之欲，不顾百姓之生死安

危，无异于统治者率领禽兽侵害百

姓，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

子 认 为 ，“ 保 民 而 王 ， 莫 之 能 御

也”，“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乱世之

中，一旦战起，百姓就要经受妻离

子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所能依托

的，也只有统御他们的君主，倘若

能够安抚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皆

有所依，那么民心将成为改变春秋

战国乱世格局、竞争制胜的关键所

在。于此，孟子将民心推至相当高

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政

治得失的标准在于是否得民心、顺民

意，一旦君主昏庸、腐败，民众也有

革命的权利。

“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

“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

担忧。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成为

一种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基因之中。唐代诗人杜甫的“三吏三

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

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皆表现了对

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社会底层

民众的关怀。

道家的“忧患意识”

与奋发有为的儒家不同，道家因

为自身“崇尚自然”而被误解，他们

逍遥出世、自然而为的态度被看作缺

乏责任担当的表现。道家学派的代表

人物老子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

贵。”这里，老子清楚地认识到，世

人对自身及思想的难以理解。他以深

邃的哲学视野看到了民众生活的艰难

贫困以及统治者的贪欲妄为。和孔子

推崇“礼制”不同，老子认为“礼”

才是国家忧患的根源，“失道而后

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

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

首”。之所以“礼”被看作“乱之

首”，一方面是由于“礼”作为统治

阶级的统治工具，划分等差阶级，违

背了自然，同时也成为剥削、压迫民

众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作为繁文

缛节的“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统治者愈是用礼法去控制民众，愈是

适得其反，民众反而会用智慧来钻礼

法的漏洞，导致盗贼越来越多。原本

用来规制人行为的礼，成为老子眼中

的枷锁，而老子最终想要批判的对

象，并非是“礼”，而是统治者。统

治者制定“礼”，并利用“礼”作为

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之饥，以其上

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

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

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寥寥数

语，体现了老子对于统治者的批判，

并对民众遭受欺凌而感到的担忧。

老子的忧患具体体现在“民不畏

死”这一命题上，他讲：“民不畏

威，则大威至。”老子一再警示统治

者，如果一味地剥削民众，最终不畏

死、不畏威的人民将成为推翻其统治

的力量，国必危矣。故而，老子讲：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

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言：“祸莫大

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面对国家忧患，老

子主张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应当去

除内心的私欲，只有统治者做到了

“不贵难得之货”，才不会有祸乱的

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解决国家、

民众之忧患的思想并未得到统治者们

的重视。因此，道家的另一位思想家

庄子认为，社会的困境不是人的主观

能够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家的昏暗、

社会的纷乱，无力改变的庄子只能从

精神世界上来寻求躲避忧患。认为

“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但正是

这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

态度，使得世人忽视了这只是道家面

对忧患而选择的另一种解决方法——

“以隐避忧”。魏晋时期，“越名教而

任自然”便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

发，但是，这种面对忧患，选择避让

的做法，难免显得过于消极。

墨家的“忧患意识”

墨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解决国

家、社会、民生等一系列难题的方案

之中。墨家之忧天下，在诸子之学

中显得尤为积极、强烈。孟子言：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

之。”墨子所处之世，国与国之间攻

伐 争 胜 ， 墨 子 率 领 弟 子 ， 奔 走 各

国，阻止战争，体现了墨家努力担

负时代赋予的责任，以强烈的使命

感来匡时救弊。墨子认为，“凡天下

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

生也”。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家与

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争斗

皆是源于不能彼此相爱，因为不能

“爱”对方，才导致了天下之祸患丛

生。因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

交相利”的原则来调和人与人、家

与家、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体现了

墨子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人皆相

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

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为天下百姓营造一个

安定平和的生存环境。

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表，墨家具

有浓厚的忧民情感。在墨子的著作

中，他主张“强本”“节用”。“强

本”是指重视生产，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从而

让 饥 者 得 食 ， 寒 者 得 衣 ， 劳 者 得

息。“节用”，顾名思义，是指节约

资源，杜绝浪费行为，这主要针对

的是统治者，在墨子看来，统治者

的奢侈浪费已经威胁到了民众的生

活。在物质生活上，“食必粱肉，衣

必文绣”，同时，在精神生活上，

“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

而扬干戚”，统治者为了能够满足这

些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必厚聚敛

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并引起

其他官员的效仿，最终导致国家贫

困 ， 民 怨 沸 腾 。 解 决 这 一 忧 患 问

题，除了在消费方面要求统治者要

“节用”“节葬”“非乐”，做到“必

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还要求从

统治者的施政纲领上加以保障，这

便是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墨子主

张 为 平 民 的 权 益 奔 走 呼 告 ， 认 为

“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

种“尚贤”思想恰恰与先秦以来的

世卿世禄正反相对，具有鲜明的革

新色彩。

法家的“忧患意识”

法家与儒、道、墨三家一样，

面对社会的变革，自觉肩负起救国

救民的重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

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与商

鞅的历史观——“古之民朴以厚，

今之民巧以伪”，认为造成乱世局面

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之世的人性皆

有“欲利之心”。韩非子看到历史在

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进步，因此

他 反 对 “ 以 先 王 之 政 ， 治 当 世 之

民”，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谋划解

决方案。在法家看来，有一个强力

的国家结束乱世的局面才是解决忧

患 问 题 的 最 佳 方 案 ， 而 国 家 的 强

力，则需要富国强兵作为基础。“故

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

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

也”，“耕战二者，力本”。以耕战为

本，才能在诸国争胜的局面中占据

优势地位，因此，法家制定了一系

列鼓励耕战的政策，商鞅提出“作

壹而得官爵”，即民众能获取官爵的

唯一方式便是耕战，韩非子继承商

鞅的耕战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措

施 ， 除 去 不 利 于 耕 战 的 “ 五 蠹 之

民”，在政策的保障下，国家才能迅

速强盛。

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之所

以如此强烈，除了当时所面对的社

会 现 实 外 ， 还 与 “ 士 ” 阶 层 的 发

展、壮大有联系，随着“士”阶层

的扩大，“士”的社会地位、话语权

也随之提高。由于“士”拥有较高

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对于时代、

社会的观察、思考较之其他阶层更

为 深 刻 ， 面 对 错 综 复 杂 的 社 会 现

实，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要

代表的“士”阶层，都纷纷从各自

阶级利益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思

索、考察、探究、解决、回答现实

问题。诸子百家的争鸣、学术思想

的碰撞，其目的皆是为拯救天下苍

生开出的一剂良方、交出的一份答

卷，诸子百家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共同铸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

意识”，为璀璨中华文化的历史，增

添了一缕光芒、一份厚重。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的 “ 忧 患 意 识 ”
□ 王 杰

中国传统儒家倡导“民本”思

想，提倡“仓廩实而知礼节”者，重

在养民，民富则天下安；认为“高薪

养廉”者，重在正官，官正则民服。

养民、富民思想为人们普遍接受，但

在对官员俸禄高低的态度上却存在明

显的分歧。

何为“官俸”？许慎在 《说文解

字》 中讲，“官，吏事君也”，“吏，

治人者也”，意思是官吏的职责是为

国分忧，为民做事。俸禄是帝王酬劳

官员的最主要形式，是他们应得的报

酬。俸禄从实物形态到货币，或是固

定收入，或是周期性或临时性赏赐，

是历代国家最重要的开支之一。唐太

宗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矣”，帝王“厚俸以笼络”官员，天

下英才自然也愿意“学得文武艺，售

与帝王家”。宋代王安石在 《劝学

文》 中说，“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

贵”，宋真宗在《励学篇》中说：“富

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

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等，是鼓励大家读书向学，谋取一官

半职，实现“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的梦想。

俸禄的发放标准也是历代极其关

心的话题，它不仅涉及官员的生活水

平高低，也涉及政府的开支规模和百

姓的赋役压力。官员的俸禄主要是以

官职大小、品级高低为定，明代官俸

的等级延续了历代的传统，以品级定

俸禄之数，基本标准是：正一品月粮

87 石、年俸 1044 石，从一品月粮 78

石、年俸 888 石，正二品月粮 61 石、

年俸732石……正七品月粮7.5石、年

俸 90 石，从七品月粮 7 石、年俸 84

石，正八品月粮6.5石，从八品月粮6

石，正九品月粮 5.5 石，从九品月粮

5石。

对这样的标准，不论是明朝的官

员 还 是 后 人 都 认 为 “ 明 代 官 俸 最

薄”，清朝人修 《明史》 时甚至认

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说最薄，可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

官俸改折发放，二是长期不增加。明

代的俸禄分为本色和折色两部分，本

色俸禄是发放粮食实物，“折色”是

把俸禄折换成别的东西，以折钞为

主，也会折胡椒、苏木、布帛等实

物，后来也折白银。据万历《大明会

典》 记载：“本色三：曰月米，每月

一石；曰折绢米，岁两月；曰折银

米，岁十月，后定绢一疋，折银七

钱。折色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

钞。后又分上下半年之例，上半年支

本色钞锭，下半年以胡椒、苏木、折

钞关支。后又以棉布折支。每俸一

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

一疋。”以正七品官为例，“岁该俸九

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

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

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

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

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

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

六十贯”。官俸每月给一石粮外，其

余改折，折发白银是顺应时代潮流，

银可在生活中广泛使用，但大量的折

钞和别的东西实际是削减官俸数，因

为早在洪武末年，大明宝钞已严重贬

值，有“弃之市井无人顾”一说，至

于折发的实物，大都无实际的用处。

对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前

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

吏多勉而为廉……（明代） 但折俸

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

之廉矣。”

不过，明史专家黄冕堂先生在

《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 中认

为，明代官俸的基本标准也不算太低

（尽管不算高），他认为自秦汉以至清

代，我国每石皮粮价格虽然差别明

显，但由于明清的斗桶比汉代的大四

倍，近二千年的粮价变化并不太大。

实际上，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整体上的提升，官

员仅靠有限的俸禄，要想过上优越的

生活着实不易，这可能导致官员的贪

污受贿。但我们同样看到：明代的官

员官俸很低却也出现了一批清官循

吏，清代曾大力推行养廉银政策，也

没有阻止贪官的大批出现，这是值得

思考的。

清承明制，清前期的官俸相对较

低，官员生活水平不高，但清朝把明

末的赋役加派继承并固定了下来，到

雍正时结合新的形势，整顿赋役，大

力推行“摊丁入亩”，官府的收入成

倍增加。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养廉

银”制度，大幅度提高官员的报酬，

以期高薪养廉。以时任河南巡抚的田

文镜为例，他官级二品，年俸银为

155 两，养廉银却高达 28900 两。当

时，七品官员的年俸银为45两，养廉

银有 1200 两，八品官的年俸 40 两，

养廉银高达1000两，可见养廉银数量

之巨大。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推行后，

官员的俸禄大幅增长，生活明显改

善，办公经费增长，也缓解了官吏

贪污现象。但这项制度在雍正时期

推行后，到乾隆时新的问题陆续浮

出来，官员们的欲望一步步膨胀，

又借口养廉银不足，明的重征新耗

羡，暗的巧立名目新陋规。像田文

镜离开后，河南州县官吏已将旧有

的耗羡归公，又另立新的名目侵渔

百姓。清朝再现“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的贪腐现象，并达到登

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官员的贪腐与官俸的高低

有必然的联系吗？答案是否定的。对

明代的官俸之薄，顾 炎 武 评 价 说 ：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

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

家也”，他认为明代贪污之风盛行，

是因为俸禄不足以养家。确实，许

多官员赴任时因担心养不起妻儿，

便把他们留在老家，许多官员生活

清 贫 ， 无 异 寒 士 ， 于 谦 曾 做 《寄

内》 诗向妻子表达歉意——“况复

家清贫，生计日草草”，李贽的女儿

甚至因灾荒饿死了。尽管如此，我

们仍然可以看到明朝出现许多清官

循吏，他们中有许多文人“本业治

生”，靠写作收点润笔补贴家用，也

许许多官员通过置办土地和产业过上

了富足的生活。

高薪也未必能养廉。史家公认唐

宋时期的官俸水平整体高过明清，尤

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官员收入大幅度

提高。宋代的官俸以现钱为主，还有

禄粟、衣物、茶、酒、厨料、纸、给

卷等津贴，另分配有职田数顷到数十

顷不等。实际上，宋代官僚群体庞

大，职官体系架床叠屋，在大幅提高

俸禄之后，还要给夏、辽、金等政权

输币求和，庞大的开支成为国家的沉

重负担，官员却依然以权谋私、贪污

受贿，人们呼唤包拯“包青天”的铁

面无私，恰恰映衬了那个时代严重的

贪腐现象。

必须承认的是，官员稳定的收入

足以养家糊口，而高薪可以降低贪污

的风险，充足的经费能保证官员的迎

来送往和公务接待等必要的开支，但

官员的自我约束和职业操守却是非常

重要的，重有规矩可依，重在有章可

循。我们看到，明代出现了像于谦、

吕坤、海瑞等一批清正的官员，清朝

前期也出现了被康熙赞誉为“清廉为

天下巡抚第一”的宋荦和人颂“豆腐

汤”的汤斌为清官楷模，而宋代的

“高薪”和清代的“养廉”也并没有

达到打造风清气正官场的明显效果。

这提醒我们：人的私欲是无限的，只

有法律、规则和道德各把守住不同的

层面，方可构建和维护多维度的良好

秩序。就像包拯认为的那样，法律是

反贪反腐的利器，“廉吏知所劝，贪

夫知所惧”，才是官员清廉的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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